人大社6月新书快递08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之影响》

[image: image1.jpg]SEFER - T - QIS

S5 AR
Dl ety 2 R 5
— B R R A A

@ B EARKY R



书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之影响              
书号： 978-7-300-17469-3
著者：李永强 马慧玥       
责任编辑：黄丽娟 何娜
成品：          页数：160
纸张：
装祯：平
出版时间：2013.4.20
定价： 2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国内外学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方面，对东亚和越南研究较多，而对于与中国毗邻，有大量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研究较少。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具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已成为东南亚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共分为导论和四章，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切入点，介绍中国传统法律对东南亚的影响，整理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与群体，评述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入东南亚的重要事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从一种异质文化最终演变成东南亚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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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为导论和四章，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切入点，介绍中国传统法律对东南亚的影响，整理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与群体，评述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入东南亚的重要事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从一种异质文化最终演变成东南亚风俗习惯，成为东南亚国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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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律体系之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东亚、东南亚地区产生着影响。国内外学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方面，对东亚和越南研究较多，而对于与中国毗邻，有大量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研究较少。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具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已成为东南亚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东南亚 

本书中的东南亚，是指东经92°至东经141°、南纬14°至北纬28°之间的区域，北面连接中国陆地，东临太平洋，南面与西面则为印度洋所环绕。包括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十个国家，由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将这一地区称为“南洋”、“西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印度支那”、“印度群岛”。东南亚地区“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非常悠久，然而“东南亚”（Southeast Asia）这一现行的国际通用称谓，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时期才开始流行。出于战略考虑，盟军将这一地区统称为东南亚，便于安排与指挥。战后，东南亚主要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五国首倡，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文莱（1984年）、越南（1995年）、老挝、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先后加入，东南亚“共同意识”日益彰显。 

近代学术界对于东南亚的整体研究开始较晚。“东南亚”这一通用名称出现前的本地区研究，以16世纪为界。在此之前，关于东南亚的文献资料以中文为主。根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晚清以前，涉及东南亚历史的中文著作共有274种之多，包括正史、方志、游记等等。对于今时今日的研究者而言，抛开这些文献资料去研究东南亚早期历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东南亚本土保留的关于东南亚的文献资料，在16世纪前，也只有寥寥几部。例如《爪哇诸王志》、《爪哇史颂》等等，这些14世纪之后出现的编年史和其他文学作品也是研究东南亚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16世纪，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东南亚，西方学者也将研究的视线投向这一地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本国殖民地的区域研究。学术与政治从来就不是完全脱离的，学术无国界，学者有国籍，对本国殖民地区更为关注也属正常现象。东南亚地区以殖民国家冠名，被分割成“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国家的制度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例如，F.W.斯塔普尔的《荷属东印度史》，就是以东南亚地区荷属殖民地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部荷兰人眼中的东南亚史。在国别研究之外，也有重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乔治•赛岱斯在1944年出版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就是其中的代表，本书以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政治组织为研究对象，“印度化”这一概念也显示了赛岱斯的立论——事实上，这是二战前东南亚地区研究的重要特征。研究东南亚的大部分学者此前对印度和中国历史文化有所涉猎，在研究过程中遭遇“本地文化受到印度或中国影响”的现象时，都会予以特别关注。从东南亚地区被称为“印度支那”，也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取向。 

二战后，作为整体的东南亚研究走上正轨。1950年康奈尔大学设立东南亚项目，并带动了一批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出现，也出现了不少作品。《剑桥东南亚史》中就列举了查理斯•费希关于东南亚社会、经济和地理的著作《东南亚》、约翰•卡迪的著作《东南亚的历史发展》（1964年）和《战后东南亚史》（1974年）、尼古拉斯•塔林的著作《东南亚:过去和现在》（1966年）等。 而“东南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学术著作中，是在1955年。英国学者霍尔博采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东南亚历史相关研究的成果，完成了《东南亚史》。这本书被称为20世纪中叶最重要的东南亚史著作，也为东南亚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铺陈了一种可能性。这本书被翻译成各个版本，是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东南亚本地区学者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 

（二）华人与华侨 

本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之影响为题，华人华侨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其作用不可忽视。华人与华侨是一组常被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前身，则可上溯到“唐人”。在“华人”的称谓出现之前，中国古人是以“唐人”的身份为世界所认知。 

“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一书中曾指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荷兰对国人以“唐人”相称;而海外国人也常以“唐人”自居，“唐”凝聚了一个种族的共同情感，代表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经验，是研究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不可回避的概念。中华民国成立后，“唐人”逐渐被“华人”这一称呼更替。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华夏族”，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华”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华人是指所有具有中国国籍或祖籍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海外华人和华侨，即侨居在海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是同一概念。海外华人国籍成为“政治问题”始于晚清。 

在本国子民远投海外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持反对立场。1740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即雅加达）疯狂屠杀华侨，巴达维亚城内数万华人，仅生还一百五十余人，惨绝人寰，史称红溪惨案。此事传入国内，朝野震惊。然而清廷对此事却表现冷漠，认为这些海外华人“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可见在此事上，海外华侨仍被视为“得而诛之”的天朝叛民，其国籍上不存在任何疑问，华侨保护也无从谈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强行打开，清政府不得不松动立场。1860年与英国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第5款规定:“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处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中法续增条约》之中也有类似条款。此禁一开，契约劳工大规模出现。据统计，19世纪前50年，出国华工总计为28万人，而1850年—1875年25年间，这一数字陡然上升至132万人，两者相较，年增涨为8倍。 

然而这些契约劳工出国之后的遭遇十分悲惨。他们主要被卖往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从事最为危险和艰苦的开矿、修路等高强度劳动，生活却极为困苦绝望，被称为“猪仔”。以古巴华工的遭遇为例，据统计从1847年到1874年陈兰彬赴古巴调查华工案，完成《古巴华工口供清册》的27年时间里，有12万多名华工来到古巴;而1880年到驻古巴总领事馆登记的华工仅为4万多人，余下8万多人，绝大多数在契约期未满就被折磨死了。陈兰彬有感于古巴华工的悲惨生活，留诗一首:“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海外华工生存状态沦落至此，相关案件层出不穷。 

除上述所提及的契约劳工所面临的迫切需求之外，随着海禁的开放，旅居南洋的唐人与国内联系也日益加强，海外华人问题日益凸显。晚清政府此前所秉持的“按之大清律例，入户以籍为定，其变乱版籍者，有治罪专条”的消极态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外有列强压迫，内有洋务派求变，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不作为的立场，正视起对这一特定人群权利的保护问题。清政府的这一改变，明确地体现在《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1868年），即《蒲安臣条约》之中。《蒲安臣条约》在学界评价中，素来毁誉参半、众说纷纭。它为此后契约劳工大规模输出打开了大门，在客观上也实现了清政府签订该条约的本意———为与处理与列强之间由于华侨保护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准则、树立了先例。 

对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对保护对象的国籍界定是前提，《蒲安臣条约》第5条、第6条就专为国籍问题而设: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之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是以两国注定条例，除彼此自愿往来外，如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于别国，若中国及美国人勉强将美国人带往中国，或运于别国，均照例治罪。 

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一体均沾;中国人民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惟美国人在中国者，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中国人民;中国人在美国者，亦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美国人民。 

这两款条约确定了清政府处理海外华人问题的两条原则:其一，允许海外华人申请入外籍，不过必须基于申请自愿;其二，华人虽居海外，但清政府仍保留海外华人的侨权，海外华人依旧是“大清子民”。这两条原则也被写入其后的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之中，该条例在第一章“固有籍”中肯定了晚清国籍以“属人主义为主，属地主义为辅”的原则，即: 

第一条，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於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於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於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 

1912年《中华民国国籍法》、1929年《中华民国国籍法》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并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可以同时拥有侨居国和中华民国国籍，都是中国人，无所谓区别海外华人和华侨。这种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种种因素，我国立法不再支持双重国籍，如果海外华人选择了加入别国国籍，则自动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区分华侨与海外华人的概念，则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从此，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被称为华侨;而海外华人则专指加入他国国籍只是祖籍为中国的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止于1949年，因而所指海外华人、华侨仍为同一概念。 

（三）影响 

从以国家这一形式出现在东方起，“天朝上国”就成为华夏之国的标签，成为贯穿整个东亚古代史的主旋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位居世界文化前列，其影响力对东南亚也形成了辐射。本书中所提“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官方交往中的文化传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官方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与东南亚之间的朝贡关系，是我国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国时期蜀汉政权诸葛亮开发缅甸，孙吴政权朱应、泰康出访扶南，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在官方往来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衣冠的颁赐，历法的适用，书籍的赠与，宣慰使的设立，乃至科举制度的开放，都是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 

第二，东南亚华人的移风易俗。华人移民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更早于官方交往的历史，历经早期的偶然性住蕃、高僧取经到访，朝代交替时避难海外以及大规模的华人下南洋，时至今日，华人已经成为东南亚诸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外，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人口也在国家总人口数中占据一定比重。东南亚华人被视为少数民族，称为华族。这些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礼法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甚至包括法律制度等“随身携带”传到东南亚，经过百年演变，成为东南亚社会风俗习惯的一部分。 

二、本书的基本构架 

本书共分为导论和四章，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切入点，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整理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与群体，评述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入东南亚的重要事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从一种异质文化最终演变成东南亚风俗习惯、东南亚国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导论对书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定义和解读，并对本书的逻辑结构进行介绍。第一章“中国与东南亚交流”，主要从官方往来和民间往来两个层面，对中国与东南亚古代史、近现代史上曾产生的交往进行介绍。以时间为序，在官方往来方面，主要列举中国与东南亚交流史上的“风流人物”和重要事件，评述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的作用;在民间往来方面，分别分析商人、僧侣、华工等群体前往南洋并定居的原因，对近代时期东南亚华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口总量进行数据分析。 

第二、三章以明代中叶中国影响“退出”东南亚以及西方列强进入东南亚为分界线，分期对殖民前与殖民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东南亚的影响进行评述。在第二章“天朝秩序与东南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影响”中，首先对前殖民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进行概述，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东南亚的诸种表征。然后围绕着“郑和下西洋”这一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和交通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列举透过这一壮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对东南亚产生影响，并对明朝前期中国影响力“支配”东南亚秩序的原因进行解析。在第三章“传统礼法与海外华人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殖民地时期东南亚的影响”中，以华侨社会中最重要的五个要素即殖民政府的华侨管理机构、华侨三宝（华侨社团、华文教育与华文报纸）以及华人宗教为切入点，分析这些构架华侨社会的重要支柱中的中国元素，透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运行轨迹。 

第四章“华人国家的法律文化:新加坡”，通过儒学在华人主体国家的新加坡中的流转，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新加坡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文化的影响。






3

